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研究
　　摘要：在资源紧缺、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今天，绿色创新成为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本文应用DEA方法对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行了测度和分析。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测度除西藏外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其次，应用DEA方法在综合考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的基础上测度2005-2010年中国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并应用TOBIT回归分析法对影响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且，“十一五”以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上升趋势明显，说明东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外资进入、结构调整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环境规制与技术市场对创新效率提升并没有产生显著的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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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根本出路在于自主创新。区域创新能力已成为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和地区经济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进程中，除了加大创新的投入力度外，区域创新的效率问题亦不容忽视。特别是在我国创新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利用较少的创新投入获得较多的创新产出，提高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于有效缓解我国创新资源不足的局面，进一步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对于区域创新效率问题进行了研究，何枫和陈荣运用C-D生产函数SFA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的技术效率变迁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全国平均技术效率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地区差异很大[1]；唐德祥等运用面板数据随机前沿方法(SFA)考察了我国三大经济区域R&D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随着R&D投入逐年递增，东、中、西部地区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呈稳定上升趋势[2]；白俊红和蒋伏心采用三阶段DEA方法对考虑环境因素的区域创新效率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区域创新的效率较低，且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规模效率不高所致[3]：樊华和周德群运用规模报酬可变的DEA模型测度2000-2007年中国省域科技创新效率并分析其收敛性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科技创新效率具有周期性波动演化特点[4]。
　　虽然研究者们对区域创新效率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是在研究中较少地从绿色创新的角度展开，没有考察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对于创新效率的影响。而在绿色经济浪潮席卷全球之际，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尤为严重。客观考量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对于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环境污染指数测度
　　1.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除西藏外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5-2010年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总量3个指标来测度历年各个地区环境污染指数。其中，各种污染物排放总量数据均摘自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于2006年废水排放总量数据空缺，因此当年数据由相邻两年数据算数平均计算得出。最终的面板数据集包含30个截面单位在6年内的时间序列资料，样本观察值共计180个。
　　2.环境污染指数的测算
　　由于评价指标计量单位多数都不相同，不能直接进行合成，需要消除指标量纲影响。目前，常用的标准化方法主要有最大最小值法和标准差标准化法。考虑到我国区域资源禀赋以及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我们舍弃最大最小值法，而采用改进的标准差标准化法。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和各区域之间的悬殊差异程度，同时它的测算结果相对稳定。
　　首先，采用式(1)对各种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image: image1.jpg]2 Si=1, 2,3)

m




　　其中，i为地区，t为时间，n为污染物来源。γ′i,t,n为第i个地区，第t年，第n个污染物标准化后的赋值，γi,t,n为各地区各污染物当年的排放量，γn,max为各污染物排放的最大值，γn,min为各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值。
　　其次，采用层次分析方法确定各种污染物在计算环境污染指数过程中所占的权重。基于MATLAB软件对判断矩阵进行处理，得到废水、废气与固体废弃物的权重分别为0.42、0.35和0.23。
　　最后，根据式(2)对历年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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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φi,t为第t年第i地区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image: image3.jpg]el



为第n种污染物的权重值。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发现，2005-2010年6年间全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污染指数都有较明显的上涨。而环境污染指数上涨不明显或者呈现阶段下降的地区如北京、上海与这些地区特定事件存在密切关系，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海2010年世博会，都对当地工业的排放水平进行了严格限制，这对该地区环境污染水平的降低至关重要。就2005-2010年的环境污染平均值来看，海南省平均环境污染指数最低，为0.003，这与其具有相对富余的资源环境承载空间以及相对欠发达的工业经济存在密切关系；江苏省平均环境污染指数最高为0.590，这与江苏工业较为发达存在密切关系，江苏已经建成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电子信息产业、船舶制造业、重化工业等多个产业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而工业发展的同时.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步伐相对缓慢，因此导致江苏环境污染居高不下。
　　2005-2010年中国四大区域平均环境污染指数都呈现上行状态，特别是2005-2006年平均上升幅度较大，但由于“十一五”规划中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的提出，从2006年以后，国家开始大力倡导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环境污染指数增幅开始放缓。而2009-2010年很多地区环境污染指数都有一个较为明显的上升，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市场需求的减弱导致企业经营的困难，企业会千方百计降低成本，而环境成本首当其冲，有些地方可能会为保持经济的增长而放宽环保标准。就地区差异而言，环境污染指数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这与李晓西等[5]得出的中国资源环境承载潜力的地区排名基本一致。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指数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这与东部地区工业较为发达存在密切关系，也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东部地区也是中国环境污染程度最高的地区，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粗放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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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绿色创新效率的测度
　　1.研究方法
　　绿色创新效率是指区域创新效率的绿色化程度，是对综合考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后的创新发展质量的测度，是创新质量的绿色指数。当前，人们在测度绿色指数时通常都采用构建指标体系并赋予各指标一定的权重进行综合评分的方法。这种测度方法的最大问题在于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为了避免这种主观性，本文引入数据包络分析法研究中国绿色创新效率问题。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6]是通过线性规划方法来构建一个非参数前沿，是用来衡量具有多项投入与多项产出的决策单位(Decision Making Unit，简称DMU)的相对效率的一种方法。其以线性规划的方法评估一组同质的决策单位，并求出各个DMU的相对效率值，将生产效率相对最优的DMU的观测值以“前缘”的方法进行包络，这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是指所有可能最佳投入产出组合点所组成的边界，据此形成一条包络线，即所谓的效率前缘(efficiency frontier)。这时，所有有效率的受评估单位组成效率前缘，无效率的决策单位落在该前缘之内，并可以通过观测其与效率前缘的距离判断它的改进方向与程度。假如DMU达到生产最优，即其效率值为1，各投入产出构面的最大差额均为0，此时生产效率最高，若没有达到生产最优，其相对生产效率将小于1，则投入面与产出面均有改善的空间。而CCR模式是假设在固定规模报酬下来衡量整体效率，但由于并不是每一个DMU的生产过程都是处在固定规模报酬之下，有鉴于此，Banker等去除了CCR模型中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而以规模报酬变动取代，发展成BCC模型[7]。
　　假设对n个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评价，BCC模型是通过求解以下线性规划来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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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3)中[image: image6.jpg]


为代表创新过程中投入项的差额变量，[image: image7.jpg]


为代表创新过程中产出项的超额变量，λj为赋予各地区的乘数，θk则代表评估各地区所有投入等比例减少的潜在程度。hk代表绿色创新效率，当hk=1时，意味着该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相对最好，说明该地区在原投入的基础上所获得的产出已经达到最优；当hk<1时，表示该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还有一定的改进空间。对于绿色创新无效率的地区，其位于生产前缘上作为评比的坐标为[image: image8.jpg]


而公式中的限制式显示[image: image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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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效率地区欲达到最适境界的绿色创新效率目标，需做以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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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4)和式(5)说明，对于无效率地区需要减少投入ΔXik及增加产出ΔYrk可达到有效率。
　　本文研究的中国绿色创新效率问题，产出指标是授权专利数量，因为专利数量是一个地区创新能力发展的基础；投入指标包括用于创新的研发全时当量和研发经费，及能耗和环境污染，后面的两个指标是绿色创新的基础。目前，文献中通常有两类处理排放变量的方法：一类方法是把污染排放作为投入要素，不过是未支付的投入，与资本和劳动投入一起引入生产函数，代表文献如Mohtadi[8]等，把排放和能源一起作为投入的代表文献有Ramanathan[9]、Lu等[10]；另一类方法则把污染看做非期望产出，和期望产出(比如GDP)一起引入生产过程，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来对其进行分析，比如Chung等[11]、涂正革[12]、杨俊和邵汉华[13]等。本研究采取把环境污染物排放看作投入要素的第一类处理方法，因为自然环境吸纳和沉积废弃物的功能可以为经济提供某种形式的社会资本服务，经济活动单位通过这种社会资本服务或者说对自然环境的消耗可以在给定其他投入要素的前提下增加它的产出水平；然而，虽然个别经济单位可以通过增加污染排放来提高其净产出，但是累积的排放物会通过降低整体环境所提供的社会资本服务的质量而最终给各个经济单位带来负的外部性。也就是说，无管制的污染排放作为投入会通过两种方式作用于经济增长，一种是以自然环境面目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对增长的影响为正，此时，排放就类似于生态形式社会资本的投入使用；另一种是持续的环境资本消耗自然会导致总的社会资本的下降，进而降低自然环境的质量，这时排放对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则是负面的[14]。
　　2.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
　　我们选择中国大陆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以实际授权专利数量为产出变量，以研发全时当量和研发经费，及能耗和环境污染为投入变量。能耗和环境污染指标应该来源于创新成果所带来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但是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因，本文选用了区域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指标。因为DEA计算的效率值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指标，各个地区投入指标都按着这个标准选取，计算出来的结果也能反映各个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研发经费和研发全时当量指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能源消耗指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环境污染指数为前文计算得出。基于BCC模型，应用Maxdea软件我们测度了2005-2010年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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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显示，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前五位地区都在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后五位地区都在中西部地区。海南省绿色创新效率平均值0.890，居全国首位，这与其工业后发优势存在密切关系。海南的农业和旅游业是其两大主导产业，工业的比重很低，只占到20%左右，因此海南的工业发展包袱少，能够及时适应绿色创新发展的要求。比如，海南炼化项目，116亿元总投资中，花了近25亿元用于治理污染；投入104亿元的金海浆纸厂，其中24亿元用于污水处理。绿色创新效率平均值排名第二的是北京，平均绿色创新效率为0.764，除了2006年绿色创新效率有小幅度下降外，考察期的大部分时段北京绿色创新效率都呈现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2010年绿色创新效率是1，说明北京处在绿色创新增长的前沿。北京云集着中国最多的科研院所，创新能力在全国处在前沿位置，加之近年来，绿色北京、创新北京的建设蓬勃开展，直接推动北京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山西省绿色创新效率相对最低，这与山西独特的产业体系和经济结构存在密切关系。山西是煤炭大省，由于路径依赖的关系，创新动力不足，加之，山西环境污染，资源消耗严重，所以绿色创新效率处在全国底端。就中国四大区域整体来看，东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明显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而且，“十一五”以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上升趋势明显，说明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获得了质和量的共同提升。这与东部地区较高的技术水平，较为成熟的管理理念和较为健全的产业体系存在密切关系。也说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创新能力和绿色发展能力较差，经济发展粗放式特征明显，创新能力的提升伴随着较多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四、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本文以DEA模型得出的绿色创新效率作为因变量，以各种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构建了Tobit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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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6)中，β0为截距项，β1，β2，β3，β4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i代表区域(i=1，2，…，30)，t代表时期(t=1，2，…，5)，ε为残差项。GI代表绿色创新效率，由前文的计算得出。FDI代表经济开放程度，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利用外资表示，由于FDI的技术水平一般会高于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因此FDI对当地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应该有着积极的意义。β1预计符号为正。GOV代表环境规制，用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表示，政府的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的开展是一个导向性的作用，环境规制越有效，绿色创新效率应该会越高，β2的符号预计为正。TEC代表技术市场发展状况，用一个地区技术市场成交的数量表示，技术市场成交数量越多，说明技术转移和技术进步速度越快，因而越有可能推动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β3的符号预计为正。IND代表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表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对于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将有着积极的意义，β4符号预计为正。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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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
　　第一，就FDI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而言，FDI投资比例越高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越高，绿色创新效率与FDI投资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一方面说明FDI在中国产生了较为有效的技术扩散效应，促进了当地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绿色创新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FDI的大量进入，促进中国市场结构转变，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到技术创新行列中，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
　　第二，就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而言，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呈现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研究预期并不一致，事实上，这也恰恰是中国“污染避难所”效应显著的重要原因。我国环境规制对降低环境污染没有起到应有作用的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在环境规制中主要运用命令与控制政策，而且环境规制标准偏低，部分政策缺乏成本有效性甚至可行性，经济激励政策和信息披露政策在我国应用范围有限[15]。而且，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为了获取较高的GDP增长而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对污染减排政策的执行缺乏足够的力度。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与公众参与机制企业污染成本低于守法成本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从而导致增排、偷排等行为屡禁不止，所以环境规制并没有对环境质量的提高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三，就技术市场发展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而言，两者呈现不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技术市场作为实现知识和技术流动与优化配置的平台，是连结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信息市场的纽带，对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绿色技术的扩散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中国技术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监管体系不规范，技术市场并没有在推动区域绿色创新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四，就产业结构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而言，第三产业占经济的比重越高，绿色创新效率越高，两者是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第三产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提供有力的支撑，促进区域绿色创新。中国绿色创新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达程度也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比如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位，上海绿色创新效率在全国也处在上游位置。
　　五、结论
　　在资源紧缺、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今天，绿色创新成为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本文应用DEA方法对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行了测度和分析。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测度除西藏外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其次，应用DEA方法在综合考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的基础上测度2005-2010年中国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并应用TOBIT回归分析法对影响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2005-2010年6年间全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污染指数都有不同程度上涨。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指数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这与东部地区工业较为发达存在密切关系，也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东部地区也是中国环境污染程度最高的地区，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粗放式特征。
　　第二，中国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且，“十一五”以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上升趋势明显，说明东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这与东部地区较高的技术水平，较为成熟的管理理念和较为健全的产业体系存在密切关系。也说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创新能力和绿色发展能力较差，经济发展粗放式特征明显，创新能力的提升伴随着较多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外资进入、结构调整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产生积极的效应；而环境规制与技术市场对创新效率提升并没有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绿色创新效率提高，中国各地区需要有效引导外资，重点吸引高技术和更为“清洁”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引进技术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其技术外溢来推动中国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有效融合，获得协同收益；促进技术市场发展和完善，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的转移扩散搭建顺畅的渠道；提高环境规制的成本有效性，扩大经济激励政策和信息披露政策的应用范围，实现各类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政府应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环保利益集团发展、消除制度障碍并为绿色创新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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